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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地理学的批判性思考
——基于中国情境的理论创新

符文颖，杨家蕊
（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广州 510631）

摘要：本文在对西方创新地理学的产生逻辑和进展梳理的基础上，提出西方创新地理学置于新

自由主义所驱动的“地方竞争”的发展背景下，过分强调地方的内生性特质对于地方竞争力的

作用，在当前创新范式尺度上推的背景下面临理论重构的挑战。由此，本文试图从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内涵下的创新制度、跨空间尺度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创新系统发展和全球经济重组格

局下的中国创新动态三个方面对中国创新地理学的理论潜力进行评述，提出因中国创新中地

理多样性、政府调控性和外生驱导性共同决定了中国研究对当今创新地理学创新的意义。最

后总结认为当前世界观需要将中国纳入中心体系，以便更好的审查创新所表现出的多尺度、多

过程嵌套反馈的辩证地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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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熊彼特创新理论提出超过半个世纪后，在20世纪70年代，面对东亚经济体的成功

发展模式挑战，大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福特生产和凯恩斯福利规制面临危机，创新的创造

性破坏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围绕创新和灵活性的后福特生产范式建立[1]，关于创新过程的

复杂性和非线性的系统观点也快速发展[2-4]。到了21世纪，知识型经济更是逐渐占据国际

经济的主导地位，知识和信息的产生、扩散和应用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引擎。与此同

时，创新空间的研究也引起了地理学家的关注。在福特主义转向后福特主义的过程中，

法国规制理论以及新经济地理学强调的“文化转向”和“制度转向”，突出了更多区域性

因素，人文地理学将社会学概念引入研究中，促进了创新空间机制研究。

创新的复杂性转变使得学者们试图寻找能够解释创新机制的统一语境和框架。意大

利学派在对“第三意大利”的研究中，将创新理解为产业区集聚所形成的基于共同认知

和理解的创新网络，并通过建设具有制度厚度的区域环境来确保创新的持续[5,6]。与产业

区不同的是加利福尼亚学派更关注技术变化的新经济学，以及演化和路径依赖在区域发

展中的核心作用，新产业空间理论中创新的外部性优势来源于地理临近性带来的非贸易

依存[7,8]。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从政策实践出发，强调区域公私部门合作和地方性社会资本

构建对创新协调、应用和扩散的作用。所有这些理论都反映了一种地理学观点，即创新

不是一个均匀的过程，而是展示了创新的技术特性和社会文化特性，这些特性可以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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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区域性的，也可以是国际性的[9]。这些都奠定了创新地理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这些地理学进展也成为学者们解释中国创新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学者对集群创

新[10]、技术扩散[11]、R&D创新研究[12]、知识创新网络[13]、区域创新管治[14]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研究。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创新的内外部环境更为复杂。从内部环境来看，区域经

济发展分异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制度环境、地方政府改革路径差异，转型时期特定的

空间治理体制都需要纳入研究的范围。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化和市场化长期塑造中国

区域发展环境，区域之间存在全球化融入和市场化改革的时空差异[15]。与发达国家内生

力量主导的格局有所区别的是，在中国区域外生力量似乎扮演着更重要的作用。欧美理

论强调知识在区域的内生性增长，外部环境对地方创新发展的影响在概念模型中的理论

化有限，尤其是缺乏从转型经济和新兴经济体视角，对制度文化特征的话语分析。内生

性创新发展理论已不足以应对，当前全球发展所面临的技术创新突破和绿色转型现象，

亟需对多尺度资源和网络整合，因此对中国情境的分析是发展创新地理学的最佳时机。

在对西方创新地理学的产生逻辑和进展进行梳理之后，本文试图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内涵下的创新制度、跨空间尺度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创新系统发展和全球经济重组格

局下的中国创新动态三个方面对中国创新地理学的理论潜力进行评述。

2 西方创新地理学的产生逻辑与进展

虽然学界已然出现“技术消灭距离，压缩空间，地理终结的论调”[16]，但不可否认

的是“地方”依然重要，创新仍具有强烈的空间属性。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学者就

提出了创新不能独立地进行，而是应由一个互动式的环境支持的论点[17]。创新环境学派

认为地域在减少创新企业动态的不确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例如英国剑桥、美国硅

谷、德国巴登-符腾登堡等在创新环境的引领下，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巴登-符腾

堡州创新政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联邦主义治理形式，地区政府具有极大

程度的独立性及相应的资源和能力[18]。与欧洲国家不同，在美国的区域创新系统中，风

险投资公司在其中具有重要作用，完善的风险投资制度，营造了良好的投资和创新环

境。虽然因地区初始条件不同，它们的成功难以复制，但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创新会在

此处集聚？并发挥出如此高的效率。大量文献开始指向政府在区域创新中协调者的作

用，并突出制度和政府管制在区域创新中的作用。事实上，创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

社会和文化因素影响着创新过程的成功实施和扩散，一个国家或区域的制度可以减少与

创新市场相关的不确定性[19]。

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库克教授在1992年提出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后，就成为欧盟区域

发展和空间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主要用于指导制定有效的区域创新政策，并根据系统

原则评价政策效果。区域创新系统的基本思想认为，区域优势是能够通过政策干预被经

济构建的，公共部门，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应该更积极地参与私人部门合作[19]。短

期导向的市场发展不足以妥善应对技术更新，区域创新政策的作用表现在降低区域主体

之间互动障碍和提高吸收能力，基本思想就是通过促进知识交流和扩散来增强创新力。

创新地理学一开始作为政策工具的起源，特别是在欧洲被用作于经济地理学者影响欧盟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支撑政策干预的主要观点是创新存在系统性缺陷，例

如，路径依赖、缺乏适应新技术范式的能力、监管框架和社会机构的缺陷，都证明创新

政策工具的使用是合理的[20]。创新系统中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或功能）使得该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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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领域很受欢迎，它不仅为创新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分析框架，而且还将积极的治

理功能归功于有能动性的政策体系。

从地理维度来看，诱导创新产生的偶然和必然要素包括区域治理、教育机构、当地

的跨部门网络、本地化的隐性知识、地区的劳动力、区域法律和治理、区域创新创业文

化、区域的购买能力，以及产业结构引起的区域需求等。也有观点指出，地理临近不是

学习发生的充分条件，有可能通过加强其它维度的临近，如认知、社会、制度和组织临

近性等促进相互学习和交互创新[21]。总的来说，西方传统创新地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新

区域主义的影响下，重视创新具有地理集中性、独特性以及空间上的高度不均衡性的特

点。因为新知识的传播是高度本地化的，这些知识外溢最早也最容易发生于已有的本地

科学家网。由于当时西方创新地理学置于新自由主义所驱动的“地方（区域）竞争”的

发展背景下，过分强调地方的内生性特质对于地方竞争力的作用[22]。尽管其提出者近年

来开始注意到创新的产生和开发过程需要一个动态的互动和转换，因此必须嵌入不同形

式的多尺度网络和创新系统[23]，但由于门派的桎梏仍只是将外生过程看作是原有理论的

补充而非重构。

3 中国情境下的创新地理学批判性发展

3.1“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内涵下的创新制度

创新的发展受到所处国家和区域特定的发展历史、文化传统及其所形成的制度因素

的影响。中国创新系统的发展历经了两个时间段的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中

国创新制度受到了苏联的全面影响，实行计划体制。中国在这个时期制度影响下的创新

系统也有三个主要特点：①计划经济下的“条块部门经济”，主要活动分布在成千上万的

功能专业组织，这些组织边界被各种类型的活动所定义；②决策是多角度的，开发、技

术创新和扩散等协调经济活动的权力实际控制在下属部门[24]；③衡量的主要性能指标是

输出规模，而对效率和质量没有任何明确的关注，普遍缺乏创新动力。直至1978年实行

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一种渐进改革的方式，释放原有缺乏激励机制的

旧体制所束缚的增长潜力。在转型期间，各创新主体承担不同功能的组织边界随着制度

改革发生变化，由此发展成为具有交互和协同的创新系统，相对于在计划时期创新主体

的孤立和分离，转型期间的变化大大提高了中国创新系统的集成和技术传播功能[25]。由

计划向市场经济制度转变期间，中国创新系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26]：①创新系

统绩效评价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②中国政府通过分权制改革基于创新主体更多决

策权和经营权，并引入更多市场主体；③创新主体功能和活动趋向多样化；④政府通过

建立各种公共服务平台，促进技术开发和使用方法的交流和对接，其中包括在研发机构

内设立工程中心以协助技术转换，成立生产力促进中心推广先进适用的共性技术，在地

方层面成立技术市场以监管和规范技术交易行为，以及在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立孵化中

心培育新企业发展。总的来说，市场经济改革后的中国创新系统在创新供给方面呈现出

较强的制度协同能力。

1978年以来，伴随着市场机制逐步确立，中央政府下放了更多、更大的权力给地方

政府。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奉行计划经济体制，财政的控制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为

了鼓励地方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在20世纪80年代初，财政体制逐渐转变为“财政包干”

制度。分权主要通过各级政府向下一级政府的层层“放权”，使地方政府有更多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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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让地方政府有充分的积极性打破条条和框框进行创新[27]。通过“放权”，地方政府迅

速崛起，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体。地方政府是城市宏观经济计划的制订者和区域经济

发展战略的决定者，是重大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组织者和决策者，又是城市基础设施建

设的重要保证，还是风险投资的主体。

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由于中国企业创新的外部环境不理想，因此政府在区域创新

系统的运作中占据着企业、大学、研发机构及服务机构都无法替代的主导地位，尤其是

在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上。国内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建立，深刻阐述了一个非企业行动

者如何能通过积极的市场政策来控制成本和生产范围，由此创造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市

场。早前，虽然中国政府在促进可持续能源和环境技术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一些体

制和结构因素（市场和系统失灵）仍然抑制了对“绿色解决方案”的需求。因此，国家

通过实施积极主动的政策，包括鼓励国内新制造商、基础设施建设补贴、设立“绿色”

牌照、购买退税等，创造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在最近的计划和政策中，政府表

现出了很高的主导前瞻性[28]。除了政策导向，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对创新系统的投入具有

极大的超前性，的确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了具有拥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城市。譬如，2018

年深圳研究开发投入占GDP的比例高达5%，上海的占比约为4%，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

的平均水平，然而这些科研投资的效率，以及人才软环境的建设是否需要更长期持续的

过程，还有待进一步评价。

3.2 跨空间尺度视角下的中国区域创新系统发展

创新过程空间复杂性的提高产生了一个问题，即随着系统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和多

变，创新过程承载了跨越时空尺度的参与者网络和机构环境，传统地域（本地、区域或

国家）系统的视角已不能解释很多创新现象[29,30]。Weber等特别指出国家创新系统和区域

创新系统方法没有超出对国家或地区的科学技术领域中特定制度安排的描述，鲜有具体

分析是什么样的潜在因素和机制会导致成功或者失败的创新活动，他们还反对使用预定

的领土边界（例如国家或者地区）来绘制系统边界，因为这样忽视了日益全球化对创新

过程的影响[31]。也有学者指出创新系统虽然存在质疑，但仍然具有相当大的解释潜力，

因此支持创新系统的学者们也对传统地域创新系统进行修正和补充，主要集中在多层

次、跨区域、多尺度、开放性，动态性几个方面来回应质疑。由此引申出了创新新路径

开发的现代系统方法和政策模型的变体，包括技术和全球创新系统、战略利基和过渡管

理等新的研究领域[32]，在实证研究上也更关注与绿色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技术社会

创新路径，例如老龄化社会，健康，社会包容或气候变化。

传统创新系统思维认为创新是内生的，虽然考虑到外部知识和人才的输入，但是创

新制度和环境的建设仍然还是强调内生性的过程。与之不同的是现代创新系统思想强调

的是多尺度的过程，也就是说全球、国家和区域的创新是一个辩证的反馈的过程。这在

绿色和医疗技术领域得到了验证，传统技术的市场价格通常不能反映其环境的外部性，

由于缺乏动机、市场的不确定性、旧技术的投资锁定、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等限制，影

响了绿色和医疗技术彻底的系统性转变。与此对应，Binz等提出全球创新网络的概念，

强调全球领先企业、世界顶尖大学和全球非政府机构主导的全球创新。这些系统障碍和

缺陷，在具有突出战略目标和调控能力的中国情境下可以得到进一步解释和补充[33]。同

时，也可进一步回答部分学者所质疑的，新兴发展中国家是否存在区域创新系统？以解

答在缺乏强有力的内生增长机制下，国家是如何发挥外部力量进行宏观调控的，来刺激

创新增长。政策干预是否具有合理性以及政策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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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殊情境也突出了创新系统方法更具动态应用价值，区域创新系统也致力于将

更有活力的观点引入。尽管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是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的，但它

本身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理论。政策的任务是创造有利创新的条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

施，并促进不同创新参与者之间的网络的形成，这样多样化的、成功的子系统内部和之

间的交互可以开发出来，进而可以增加创新的产出。在中国的区域创新系统的建立过程

中，区域创新各主体大多不是因为产业集群而主动聚集发展而来的。相反，区域政策和

以产业园区为载体的空间规划，驱动区域创新发展和连接区域创新各主体 [34]。特殊发展

情境和历史背景，使中国区域发展东中西差异巨大，由此引发的创新发展的空间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试点，利用广阔的市场、劳动力和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

外资企业，在外资带动下创新要素迅速集聚，大批技术型新创企业形成。政府也意识

到，创新政策最大的目标是如何支持本土企业与跨国之间交易和非贸易相互依存的关

系，并提高当地对知识溢出的吸收力[8]。从国家尺度考虑，为了激发国内各类企业竞争活

力，政府实行“抓大放小”政策，大力培育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使其可以成为跨地

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另一方面积极扶持中小企业担负起制

造分包商的作用。除此之外，在地方分权的影响下，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大程度的自主

权，地方各级政府形成以促进经济增长为根本导向的管理模式，即发展型地方政府。但

中国地方政府改革路径存在差异，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因缺乏市场需求，国家干预成为

了主要手段，国家对主要经济部门进行投资，以缩小国内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同时，在

与全球化的融入方面也存在差异，以城市为基础与全球经济体系接触，中国各地出现了

新的金融资本和劳动力资本。总而言之，在复杂中国情境下，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极具

多样性。

3.3 全球经济重组格局下的中国创新动态

随着部分南方国家的崛起，传统的南北关系开始发生改变，以北方国家为领导的全

球经济格局开始瓦解。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在过去几十年的南北贸易中，利用

FDI溢出效应大量吸收北方国家先进技术，进入了北方国家最擅长的科技尖端领域，挑

战了北方国家支配垄断的先进产业，南北关系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于民族国家

对在其领土中运营的跨国企业的影响力日益减弱[35]，而且新技术的跨国和跨洲特征日益

显著，各国的具体资源及其组合成为具有竞争性创新潜力的焦点[36]。全球经济格局变动

中，引人注目的是新兴经济体对高科技产业的追赶。在南北贸易中，中国通过直接技术

购买、间接知识溢出获得了发达经济体创新出来技术，从而实现技术开发过程跨越式进

步[37]。尤其是在电子通讯方面，中国取得了全球领先的主导支配地位，华为和中兴在全

球六大通信设备供应商中分别排第一和第六位，占据全球主要南方市场。在中国移动通

信产业发展的历史上，一些国内企业积极利用其在外围市场（南方国家和中国农村地

区）的比较优势，成功地升级为核心市场。在一些领域内，国内企业在外围市场上相对

于国外跨国公司具有比较优势。国内通讯企业利用需求机制（细分市场）和技术机制

（世代技术变革），在与先进跨国公司的竞争中拥有了规则制定的自主权。目前，中国正

处由自主创新向创新源的过渡阶段，区域和双边自贸汹涌发展，尤其是“一带一路”倡

议创新了南南合作方式。“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国际设施连通和全方位开放，包括沿海边

境和内陆地区。“一带一路”倡议将沿线南方国家串联起来，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

和技术交流的新方式。因为创新系统具有非独立性，需要在跨区域或者超国家环境中运

行，制度的开放性及与其它制度相互关系影响创新的发展。中国5G发展与“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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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议都着眼于全球基础设施布局，以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并进一步推动中国与

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有利推动南南合作的广泛开展。中国制度创新的红利不断产

生“外溢效应”。中国方案开始为更多国家接纳，助益区域经贸合作和多边开发合作等多

个领域。

另一个全球经济重组动态体现在全球生产网络的重组和内卷趋势。当前，全球产业

从中国向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东南亚欠发达国家转移，业界称之为第五

次全球产业转移。欧美等发达国家深刻意识到，失去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根基，单纯的依

靠金融和服务业，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经济空心化。因此，再工业化被提上议程，

西方国家出现“逆全球化”的动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利用新一代技术、互联网优势，大

力发展生物工程、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吸引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回流。

全球生产格局的变化，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竞争，要求国内企业做出相应的变化，以

求在世界经济中站稳脚跟。例如，小米和OPPO等手机制造商开始转战印度和东南亚市

场，并在印度建立了完整的手机产业链，以避开印度高额的关税所产生的贸易摩擦。在

印度手机通讯市场中，苹果手机作为高端手机行业引领者，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市场日益边缘化，主要原因是印度对于手机零部件要求占比30%的自主，同时印度受民

族文化影响，苹果所占据的高端市场并不景气。自2009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大量民营

企业开始转战东南亚地区，尤其是越南。国内民企在政府的支持下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以期通过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赢回创新和竞争力，从而在全球创新网络中占据一席之

地。不同于以往的产业转移，本次产业转移是受地缘政治驱动，以龙头企业和大企业为

核心，带动研发、采购、销售、物流和售后服务等上中下游各个环节实行组团式转移。

这些鲜活的全球发展现象是对创新地理学理论进行重新概念化的最佳时机，主要可

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①创新系统的尺度上推，区域创新系统尽管在原概念原型中也

强调外部联系和多尺度影响，但是从字面上的尺度内涵已经不能反映当今世界技术创新

趋势的变化，需要寻找新的概念替代；②通过提出新的创新地理概念（全球创新系统是

其中一个例子），重新梳理开放系统与创新的地理辩证关系；③当今创新地理不是单纯的

经济和产业发展现象，更多的受到当今全球政治力量博弈的影响，突出变化为当前愈演

愈烈的中美、日韩贸易科技战等，因此创新地理学不应拘囿于经济地理领域，应对话并

引进政治地理学的相关研究和理论。

4 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后，中国区域发展出现更大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分异，贺灿飞等首次提出了

“三化”概念，即全球化、市场化、财政分权化，很好的诠释了这一阶段的发展特点[38]。全

球化和市场化加剧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分异，特别是全球化已成为中国城市和区域获

得高水平创业资源和网络的主要动力[39,40]，而财政分权化通过赋予地方政府更多财权和事

权，塑造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制度环境。朱晟君等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进一步指出，

在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城市，外资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更加明显，市场化也加强了不同所

有制类型企业（如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之间的知识溢出，而地方财政自治程度越高的

区域，企业之间享有更高水平的知识溢出[41]。由于知识溢出是创造创业机会和孵化新创

企业的重要渠道，可推断全球化、市场化和财政分权化水平的提高会促进创新创业的发

展。曾刚等根据要素-制度-关系三个层面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进行了创新性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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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现中国的区域发展路径在 1987—2012年间尽管存在动态差异性，但都呈现出向

“人力资本-市场-外生型”模式演变的趋势[42]。这其实也反映了全球化和市场化长期持续

塑造着中国区域的发展环境。刘逸等通过对珠江三角洲的研究，表明区域与全球生产网

络战略耦合的方式会影响区域产业发展路径，深刻阐述了全球尺度与地方尺度的时空交

互机制[43]。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创新和新路径发展的动态差异持续存在，并内化为国家

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Zhang等基于比较优势的制度基础理论，将中国的发展模型划分

为五种空间代表类型[44]：广东的“工厂宿舍”转型模式、苏南的跨国技术复合体模式、

温州的马歇尔集群发展模式、中关村的“东方硅谷”模式和重庆的社会主义特色发展模

式。Lim对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和重庆开发区的“国家新区”分析则辩证式的表明[45]，

中国区域经济的动态差异，特别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历史背景，是决定区域新路径演化的

重要因素。总而言之，与发达国家技术和产业周期内生力量主导的格局有所区别的是，

中国改革开放后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发展型地方政府以及市场转型下的制度变革，都使

得区域外生力量在技术型新创企业的空间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而这个外生力

量与区域因素互动的媒介又是通过中央空间战略调控的，这将是从中国情境出发填补国

际研究空白的一个重要视角。

在知识化和全球化的动态发展背景下，全球创新网络开始重组，并开始被跨国公司

和大学所主导的全球创新网络重塑。知识溢出的空间尺度依赖性以及产业经济的规模效

应，又使得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嵌入地方创新系统。经济贸易时代中形成的国家间非对称

相互依赖关系，在全球知识合作和技术转移中被刻画的更加清晰，创新知识的全球流动

打破国家间的技术垄断，也成为技术落后国家实现技术追赶和发展经济得到主要方式。

中国作为南方国家核心，正推动着技术转移由南北转移为主的格局，向南北技术转移、

南南技术转移共存格局演变。同时南方新兴国家，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支持国家经济

和安全利益的政治意识也在不断提高，新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为提高本土能力和推广

自己的标准战略作出了重大的民族主义努力[46]。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创新地理研究思路

是否也应该发生改变？传统研究脱离不了以北方为中心的地理想象，但最近发生的国际

事件表明，这个想法应该改变。例如，在“禁止洋垃圾入境”这件事情上，与其从北方

国家的“洋垃圾”开始，将中国看作一个被动的接受点或倾销地，不如从全球生产网络

嵌入的视角将中国看作“发动机” [47]。也就是说，当前世界观需要将中国纳入中心体

系，以便更好的审查新技术和新产业的出现所表现出的多尺度、多过程嵌套反馈的辩证

地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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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 prospect of theoretical progress from Chinese scenarios

FU Wenying, YANG Jiarui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current literature on the geography of innova-
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is sub-discipline of human geography has been developing with-
in the context of post-Fordist and neoliberal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society since the 1990s
whereby international and inter-regional competition became the accepted development ideolo-
gy and policy discourse. Thus, the endogenous nature of local and regional traits and their role
in promoting innovativeness and development are highly emphasized in the face of place com-
petition, whilst paying undue attention to exogenous dynamism in innovation processes. With
the recent new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 needs of innovation to address
grand societal challenges, however, it becomes more pressing to upscale process of innovation
activities. Moreover, the exogenous processes have been playing a key role in China’s after-re-
form development, and the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has become highly interdependent
and dialectical against the context of gradual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refore, this paper at-
tempts to discuss the potentials of Chinese studies to advancing the field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it analyses the specif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innovation through its evolution
from pre-reform to post-reform era, and summarizes how it is characterized as a state-led sys-
tem with aggressive investment in innovative inputs.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of territorial in-
novation system in China has been analysed through the lens of inter-scalar processes. It is not-
ed that we must highlight the interplay between scalar forces, as illustrated in modern and glob-
al innovation systems framework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such as aging society, public health,
and climate change. Last but not least, the Chinese innovation dynamics within the emerging
context of worldwid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has been envisaged. As China’s innovation orga-
nization has been centered around the rising notion of techno-nationalism, the geopolitical ten-
sions and power struggle inexorably influences the innovation processes. In general, it advo-
cates that the diverse geography, governmentality and exogenous-driven model of Chinese inno-
vation system jointly define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studies to reconceptualise modern inno-
vation geography. Finally, it is suggested that contemporary worldview should incorporate Chi-
na into the fundamental system of global capital circulation, so that the dialectical geographic
process of multi-scalar and multi-processes nesting and feedback system of innovation could be
reflected in depth.
Keywords: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endogenous process; exogenous process; institution;
multi-scalar feed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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